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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初期，渐入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被认为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工具之一，吸引着近代知识学

人的目光，其中以梁漱溟的乡村经济合作思想最为典型。这一思想植根于儒学伦理与乡土秩序，借鉴了

西方现代经济合作组织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在知识分子或社会团体引导下的乡村经济合作组织之设计方

案，以恢复乡村经济，重建乡村社会。文章通过对话梁漱溟文化哲学观中的“老根萌新芽”理论，探究梁

漱溟的乡村经济合作思想的内容及特征，回答了以下问题：现实层面，梁漱溟如何从现代文明中寻归传

统儒学，开展乡村经济合作运动。学理层面，如何在儒学现代转型的视野下，对梁漱溟的这一思想加以

更深层次的认知。“借鉴西方”却又“回归传统”作为力图推进乡村经济合作的更新进路，体现出以梁漱溟

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学人在实现乡村现代化过程中在文化哲学层面上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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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与研究问题 

“合作”一词最早出现在《国语》，“逐之，恐构

诸侯；以归，则国家多慝；复之，则君臣合作，恐

为君忧。不若杀之”[1]，其本意为联合、共事，以达

到共同目的，后延伸为共同创作、合章制作等意。

近代以来的西方殖民加剧了民族危机，但同时带来

了西方文明中的现代因素。国内有识之士逐渐意识

到实现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性，纷纷取法于

西洋以寻找救国之路，其中对何以实现现代化问题

亦 做 出 不 少 有 益 的 思 考 ， “ 合 作 主 义

（CORPORATISM）”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被引进

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互助主义、工读主义、

新村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盛行，合作主义

在当时被视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最优方法，脱颖而出，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知识群体在国内掀起了第一

次合作运动的高潮，其中不乏有薛仙舟、孙中山、

戴季陶、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和陈果夫等人的

合作思想，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多

重设计。20 世纪 30—40 年代，随着西方殖民对中

国经济的深入掠夺，乡村基层破坏严重，经济凋敝，

百废待兴，不断涌现的乡村经济合作思想无疑是拯

救中国社会于水火之中的一剂良药。 

近代中国农业经济仍摆脱不了传统小农经济

的生产方式和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关系的桎梏。中国

农业领域合作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小农自发

性合作式。通过资本主义雇佣手段聘请短工和长工，

借换劳动力、农耕具，组织合会应对资金紧缺。该

形式完全是在没有外界行政力量干预的情况下，依

靠乡村民众自身意愿自发组织起来的，虽维系了农

村社会的“先天和谐”，但“这些合作往往局限于本村

地域或者是亲戚圈子内，受到人为因素干扰，组织

化和制度化水平非常低”[2]，是临时的、脆弱的；其

二，国民政府主导合作式。战乱动荡、地方割据和

自然灾害，影响了农村自发经济合作，以行政权威

引导推动农村基层整合和经济合作便由此产生。该

形式更多体现为权威性、制度性和计划性，但却偏

离国际公认“非政府干预”的合作社原则。20 世纪 20

年代末地方自治运动以来，国民政府对农村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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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体现为政策引导和价值意识宣传，“真正强制的

举措少之又少，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上的以国家权

力推动的乡村经济合作行为”。[3]即便在抗日战争时

期，国民政府也“希望借助政治和行政的力量使得

乡村合作社成为地方自治的标杆，但不是强制性的，

而是诱导性的”。[4]独立于农民自发和政府权威推动

的“第三种形式”便呼之欲出。 

传统“国家-社会”“结构-功能”“事件-过程”的

解释框架，更多对近代乡村经济合作中政府、农民

间互动及其结果做出诸多学理阐释。但会陷入三大

误区：其一，近代政府、民众与社会的关系是极为

复杂的，在重建基层团体或乡村组织中，开明乡绅、

士绅和先进知识分子等进步的社会力量被遮蔽了；

其二，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并非

是简单的相互消解或弥合，近代乡村经济合作过程

中，是否存在独立于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

（THIRD REALM）”[5]，抑或是形成“国家社会化”

和“社会国家化”的“中介场所（SETTING）”[6]，仍

有待学界探究；其三，近代乡村经济合作运动不仅

回应了抵御殖民侵略、强大社会基层的现实需要，

亦是百年来“西学东渐”和“经世致用”思想文化的

赓续，背后蕴含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深刻逻辑，

需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进行探讨。本文认为，中西

文明交冲之下先进知识分子或社会团体引导的农

村经济合作组织，是独立于农民自发和政府权威推

动的“第三种形式”，诸如“华洋义赈会”“邹平合作

社”等，其中以梁漱溟所提倡的乡村经济合作最为

典型。其背后反映了梁漱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哲

思。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现实层面，梁漱溟如何从

现代文明中寻归传统儒学，开展乡村经济合作运动？

学理层面，如何在传统儒学现代转型的视野下，对

梁漱溟的这一思想加以更深层次的认知？本文对

话梁漱溟“老根萌新芽”理论，探究其乡村经济合作

思想的内容及形成逻辑，对于学术界在近代中国乡

村建设议题上的拓展和梁漱溟文化哲学观的研究，

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 

2  研究述评 

学界关于梁漱溟的乡村经济合作思想的研究，

大多是作为其合作思想、乡村建设运动和近代经济

合作的其中一个部分。大致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2.1  梁漱溟的合作经济观 

田兴红认为，梁漱溟的合作经济观是在基层乡

村衰败和经济殖民的背景下产生的。[7]邹进文和王

芸考察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现状，梳

理了章元善、寿勉成的“合作改革派”，晏阳初、梁

漱溟“乡村改良学派”和陈翰笙、千家驹“中国农村派”

之间的争论。[8]这些不同的争论体现了近代知识学

人对农村现代化所设计的多重方案。严海蓉和陈航

英比较了近代与当代农村合作化的联系与区别，探

讨了两个时期人们关于发展农村合作社的不同观

点和争论，以及对政治环境、历史文化、社会关系

和人口结构等要素的学理性解释。[9]邱志强、何建

华则着眼于“邹平模式”的实践，研究了梁漱溟合作

经济观的特点及形成的原因。[10]卜国群将合作视为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认为中国在 30 年代

兴起的一场农村改革潮流，是由政府的“国民经济

建设”和知识学人的“乡村建设运动”汇合而成。[11]

朱永、张耀武和唐裕武则认为，文化是其解决中国

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梁漱溟的经济合作观的研究须

以其文化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为前提。[12]学界对这

一议题的研究多是放置于现代化视野下讨论，通过

在生产、信贷、消费和供销上的合作互助，恢复乡

村经济，然而却鲜有学者从“由内而外”“反本开新”

等文化哲学路径去对梁漱溟的合作经济观做出探

讨。 

2.2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或自治理论 

徐勇和徐增阳对 20 世纪中国农村建设问题研

究的两次高潮展开学术史梳理，归纳了有关乡村合

作和互助的理论成果。[13]徐秀丽对南京国民政府时

期乡村运动的内容展开梳理，认为先进知识分子和

社会团体的引导，是乡村互助的关键。[14]李文珊、

郑杭生和李迎生认为，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不

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是从传统儒学复兴的角

度重构乡村建设。[15]陈来意识到梁漱溟的 “乡土互

助”“互以对方为重”“礼俗约制”“农村立国”“乡农学

校”的方法，带有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的要素。
[16]贾可卿、吴飞从中西文化比较层面揭示了梁漱溟

乡村建设的精神实质，即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17]应星、吴飞、赵晓力和沈原从社会学的角度思考

了近百年来乡村社会变迁，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和

自治的问题意识、研究进路展开深入探索。[18]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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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振祥、孔德永和王先明等学者将梁漱溟的乡村建

设概括为“儒学下乡”、“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

“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19]武乾则从地方自治的

角度，认为梁漱溟的乡村经济合作，应当实现传统

道德与社会团体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再造基层组织。
[20]作为乡村建设和治理的重要内容，梁漱溟的乡村

经济合作是将传统的“互助”“善俗”“无讼”观念，同

西方现代合作经济原则相互结合，仍未逃脱“中体

西用”的思维惯性，陷入了改良主义的窠臼。但梁

漱溟力图将西方“欲意向前”现代文化引入“变换、调

和、持中”的中国文化道路上，为中西文化的调适

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2.3  近代乡村改造与乡村经济建设 

王先明分析了近代乡村的经济情况、社会结构、

人口要素、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认为梁漱溟“建

立基层团体组织”的观念是实现乡村改造的最佳方

法。[21]潘家恩、温铁军梳理了近代乡村建设与改革

的历史脉络，讨论了“乡建激进”、“百年破坏”与“三

农”的复杂关系，总结出乡村建设内在于乡土现代

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之重要意义。[22]稳态的乡村秩序

和传统文化的惯性依赖是乡村建设必不可少的内

容，在考察近代乡村经济合作运动时，应意识到乡

土礼俗与儒家文化的功能与地位。杨瑞分析了国民

政府在经济、技术和组织层面展开的乡村合作运动

之状况，以及中共解决乡村经济问题的社会方法。
[23]鞠忠美则指出梁漱溟在肯定传统文化功用的同

时，通过融合传统儒学与西方文明，希望在乡村经

济建设中寻找一种新的合作文化。即在儒家礼俗

“互助”与现代“合作”原则之间，寻找一个中国乡村

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24]梁漱溟所言“建设新社会

组织”既需要从乡村伦理入手，也要借鉴西方经济

合作经验，倡导“合作主义”信仰。刘庆亮则指出，

梁漱溟做到了关怀儒家传统和西方文明之兼得，力

图通过互助合作式的乡村经济建设，“救活旧农村,

创造新文化”，可谓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25]

梁漱溟的乡村经济合作之路虽然并未走通，但是却

为世人反思近百年乡村改造和现代化之路提供历

史意义。 

此外，关于“近代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与建

设的系统梳理”“梁漱溟思想整体研究”等方面的专

著中，亦不乏有对梁漱溟的乡村经济合作议题的探

讨。较有代表性的是，吴业苗的《演进与偏离：农

民经济合作及其组织化研究》、崔效辉著的《现代

化视野中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李善峰的《梁

漱溟乡村建设文集》、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纂的《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张建军的《寻

路乡土：梁漱溟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比较》、

曹跃明的《梁漱溟思想研究》、王家杰、谢佑民的

《中国合作经济问题》等。其内容颇多、成果丰富，

跨学科视野日趋多元，多是运用史学、社会学、经

济学和治理学的理论、方法和范式，来展开规范或

实证研究。但是总体而言，对该议题的直接研究较

少，且缺乏从梁漱溟文化哲学上的理解。建立“使

得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无形中成为

一种乡村互助组织”[26]，“通过发展乡村合作，重建

民族意识和团体意识，改变农民原有的涣散气息，

习惯于团体生活”[27]，恢复乡村经济和生机活力，

是梁漱溟乡村经济合作之基本路向。本文采用一个

新的分析视角，即中西文明交冲下，聚焦于西方文

明先进性和儒学的创造性，探讨乡村经济合作中

“如何在现代寻归传统”的这一深刻命题。 

3  “老根萌新芽”：一个理论对话 

梁漱溟的乡村经济合作思想，是在西方合作经

济（COOPERATIVE ECONOMY）的现代文明影响

下，对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型之思索的基础上形成的，

亦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

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论文集》、

《梁漱溟教育文录》、《乡村建设大意》、《乡村

建设理论》等经典著作中，融合了梁漱溟自身的文

化哲学思想，对乡村经济合作做出了理论分析和方

案设计。梁漱溟从中西社会比较出发，认为“伦理

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决定了中国乡村建

设之路不同于西方，须在国家权威与个人主义之外，

寻求第三条道路。面对近代衰微的乡村，“如何在

就社会崩溃之下建立新秩序？根本之道在于从乡

村小范围地方团体的自治入手，亦即是由近处小处

短距离处做起······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28]，在

传统伦理秩序之基础上建设合作型的新社会组织，

是救济乡村经济的一剂良药。回答了“传统儒学究

竟该往何处去”的时代之问。由此，“创造新文化，

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所谓乡村建设，

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29]，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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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根萌新芽”。在这里，梁漱溟提出了一个较有意

思的比喻：“中国就像一棵大树，外面有很多力量

来摧毁它，它也慢慢的在焦枯，先是从叶梢上慢慢

的腐烂，进而枝条，进而枝干，现在已经扩散到树

根，现在连树根都快朽烂了·····所以现在趁这老根

还没有完全朽烂的时候，必须赶快想法子从根上救

活它；树根活了，然后再从根上生出新芽来，慢慢

的再加以培养扶植，才能再长成一棵大树。等到这

棵大树长成了，你若问，这是棵新树吗？我将回答

曰：是的！这是棵新树，但他是从原来的老树根生

长出来的，仍和老树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
[30]“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所谓

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会而言。这在丹麦即

是如此·····中国亦要从一个老根上发新芽。自一面

说，老的中国文化、老的社会已不能要了，一定要

有‘新芽’才能活；可是自另一面说，新芽之发还是

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所以老根已不能要，

老根子又不能不要······所谓发新芽者是说另外的

一个创造，而这个创造是从老根来的。中国民族复

兴，一定得创造新文化”。[31] 

中国有形之老根“乡土社会”和无形之老根“传

统儒学”在西方现代文明扩张下，近摧毁殆尽，乡

村社会日趋衰败，必须从“老根”中萌发“新芽”，创

造新的文化来救活乡村，使得乡土社会重新焕发生

机。乡村经济合作运动在本质上，是梁漱溟利用现

代眼光重新审视传统儒学，在现代中寻归传统的一

个更新进路。受到长期的西学东渐和经世致用的影

响，西方合作思想进入中国时形成了多元流派，被

国人打上了“救亡”的时代烙印。梁漱溟的乡村经济

合作思想，受到了西方改良主义经济合作学派的成

果，主张在现有的文化和社会基础上，学习西方合

作经济经验，采用合作的方式，发展经济合作社。

提倡在政府与民众之外，寻求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

团体的推动，达到建设新文化、救活乡村经济和改

良社会的目标。在根本上，这一思想仍体现出梁漱

溟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追求。 

梁漱溟“老根萌发新芽”理论的形成逻辑可归纳

为： 

其一，“文化失调”是中国乡村问题的症结点。

中西文明交冲背景下，传统儒学面临着合法性危机。

“中国问题在哪里？有人说是帝国主义与军阀，有

人说是贫愚弱私，这二者说的都不对······中国面临

的问题就是文化上的失调，表现出来就是社会构造

上崩溃，政治上无办法”。[32]由此，必须从文化着

眼以改造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经济上的出路，

不得离开那固有的文化出路，亦是自明之理”。[33] 

其二，传统儒学“老根”开转至现代文明“新芽”。

近代中国社会秩序崩溃根本点在于文化，必须向西

方现代文明学习，以传统儒学的现代改造为根本之

进路。“我们现在讲的新建设，就是建设新礼

俗······就是把中国的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二者的

相互沟通调和”[34]，“对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而根

本改过就是要对其态度改一改，然后批评地把中国

态度重新拿来”。[35]虽然梁漱溟更注重保留中国的

固有精神，聚焦于传统文化的事功，但在根本上依

然是实现传统儒学的蜕变，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

型为最终目的。 

究竟“老根”如何蜕变至“新芽”？梁漱溟的《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书中提出的“文化三路说”做出了

解释：文化依托于生活，生活依托于意欲，“所有

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

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三）转身向后去要求；这是三个不同的路向。这

三个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们观察文化的

方法都以此为依据”。[36]从欲意转移到文化层面，

则有“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

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

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37]西

方近代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是由于其“欲意向前”

之根本精神，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和现代精神，

“一个是征服自然的精神，一个便是科学的方法，

一个便是人的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前一个是西

方学术特别精神，后一个是西方社会上特别精神，

也就是德谟克拉西”。[38]由于中国直接从第一条路

转向第二条路，缺乏征服自然、科学和民主的精神，

因此对西方创造的文明成果应当全部汲取，“中国

人求前途，求新生命，乃求之于孕育发展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之欧洲现代制度，无乃不可乎”。[39]然而，

西方工业社会文明存在着经济危机、社会动乱、环

境破坏和人伦失丧，为避免这些弊端，梁漱溟相信

儒学有西方不可比拟的优势，希冀以传统儒学为本

位，在现代文明影响下发现出传统文明之价值，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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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在此之后，梁漱溟认为中华文

明则有着精神层面的崇高与超越，西方近世文明必

将向传统儒学趋合，体现出了梁漱溟文化保守主义

的立场。 

其三，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要求中国必须回

归于传统，找到一条适合于自身的文化转型的更新

进路。由于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明显区别于

西洋“个人本位，阶级对立”，“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结

构之中，中国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40]

由此，欧美民主共和革命和苏俄共产主义革命在中

国行不通，只得汲取西方近世文明之精神，弥补中

国文化的第一条路，后聚焦于传统儒家伦理，改造

文化，方可实现民族自救。 

其四，主要任务是“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

建设基层团体组织。建立伦理本位、互助合作、商

品化运作和社会自治的经济组织，要符合中国特殊

社会结构所要求的组织构造。“中国社会以传统儒

学和乡土伦理为基础，所有的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

来，又为乡村建设而造—法制、礼俗和工商业，莫

不如是”[41]，“解决中国近代的乡村问题，必须实现

自治······今后将从伦理互保进为乡村自治，由小范

围的团体自治，扩大到整个民族社会的一体性，走

伦理情谊之路发展团体，走合作社以增进财富之路

发展乡村经济”。[42]乡村经济合作的基本路向就是

建立一个互助的经济组织。 

可见，梁漱溟“老树萌新芽”理论是以西方现代

文明为参照，关照本土文化和乡土秩序，实现传统

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提出一条适合本土国国情，解

决乡村问题和文化危机的方案。这反映出了梁漱溟

在文化哲学层面，对中国乡村现代化问题的深思。 

4  以伦理秩序建构经济组织：梁漱溟的乡村经济

合作思想 

山东邹平合作社是梁漱溟乡村经济合作思想

的实践成果，在生产、销售、运输、信贷和消费等

多方面的合作，有着较为成功的经验。1931—1937

年间，该合作社发展迅速、成效显著，体现为村民

入社率较高、合作社数量和人数增长速度快、地区

粮食总产值提升、生产类合作社比重较高，多种类

型的合作社不断涌现。在 1936 年底，邹平有 26.6%

的家庭加入合作社，合作社社数比 1932 年增长 10.2

倍，其中棉运社增长 10.4 倍，蚕业社增长 2.1 倍，

林业社增长 4.6 倍，信用社 1936 年比 1933 年增长

48 倍。人数比 1932 年增长 12.1 倍，其中棉运社人

数增长 16.58 倍，林业社人数增长 4.6 倍，信用社

人数比 1933 年增长 73 倍，信用庄仓社人数比 1935

年增长 4.66 倍。[43]值得注意的是，与同期“华洋义

赈会”“定县合作社”相比，该合作社虽将西方现代经

济合作组织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作为参照，但仍深深

地根植于儒学传统和乡土秩序，尝试采用“老根萌

新芽”之方式，以伦理秩序建构经济组织，再造中

国的乡村社会，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和乡村现

代化。 

表 1  1931—1936 年邹平合作社数量、人数表[44] 

年份 

美棉运销合作社  蚕业产销合作社  林业生产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 

社数 人数  社数 人数  社数 人数  社数 人数 

1932 15 219  10 5  - -  - - 

1933 20 306  12 5  1 15  - - 

1934 113 2810  27 20  2 25  - - 

1935 118 2749  10 25  35 614  4 625 

1936 156 3632  21 23  38 1095  58 2914 

4.1  伦理本位与互助善俗 

在传统秩序中拯救乡村梁漱溟以儒学之要义

为观照点，在伦理情谊精神的基础上，主张建立乡

民互助组织，拯救散漫的村落社会，在传统秩序中

寻求回答解决乡村问题的路径。这要求“从乡村入

手······从理性求组织”[45]，“借助乡土优势，以伦理

情谊为本源，人生向上为目的”[46]，充分容纳西方

团体合作之长处，实现两者沟通调和。由于传统儒

学较早地启发人以“理性（RATIONALITY）”，造

成了国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及“幼稚、老衰、不

落实、消极、暧昧”之病症，这“好比一个人的心理

发育，本当与其身体发育相应，或即谓心理当随身

体的发育而发育，亦无不可。但中国则仿佛一个聪

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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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发育，复由其身体

发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47]

由于太过注重于道德伦理，缺乏团体间力量而处处

失败，无讼与和平的社会中，官府在社会基层的权

力软弱乏力，“皇权不下县”和“二元治理”构成了传

统中国国家治理的特色，个体和团体的力量近乎完

全消解，农村也被沦为较为散漫的社会。 

究竟采取何种办法将散漫的村落整合为有组

织的大社会？梁漱溟认为，“宗法社会的生活无所

骤变，而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中国渐以转进

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48]中

国“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特殊社会构造，明显区

别于西欧工业时代下社会团体生活和精神：个体独

立和自由，强大的组织力、约束力的团体，个体性

的延展和社会性的发达，个体组成的社会团体。西

方经济合作组织设计中，尊重个体、财产社会化、

成员参与、积极互助也成为了一般合作组织的共认

原则。然而，中国缺乏成熟的资本主义、市民阶层，

长期一直以道德伦理替代宗教，“安排伦理名分以

组织社会；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以正名为

先”[49]，讲究以家庭和血缘为单位，长幼尊卑、君

臣父子。这种带有明显乡土性、等级化的传统观念

逐渐推广至公共领域之中，消解了个体和社会团体

的功能。因此，梁漱溟意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团体意

识欠缺，“各种社会关系一概家庭化之”[50]而结成的

共同体，但仍旧难以同西方个体意识与利益、自由、

平等和民主的精神的社会团体同日而语。 

中国乡土社会之中是否可以构建一个乡民互

助团体？又是基于何种逻辑构建？梁漱溟对此做

出了回答。传统伦理的人伦关系，人与人之间讲友

善、尊卑、和睦和礼仪，以及相互以对方满足和珍

重的道德观，长久以往印刻在了民族情感和基因中。

“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

关系遂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

首重于家庭······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始于家庭，

而不止于家庭”。[51]家庭中的尊卑关系推广至社会

在正式层面表现为等级制度，表现为服从、尊重、

容忍、体让和仁爱之情理，因此便有互助善俗的精

神。梁漱溟认为，传统社会中多元的社会关系被简

化为一元的家庭关系，以家庭、宗族为单位承担着

过多的社会职能，每遇瘟疫、旱涝、地震等灾荒，

均可看到乡民间互通有无、共同劳作。出于邻里之

间互帮互助、和平友好、患难相恤的善俗精神，“新

的社会组织萌芽必长于乡村”[52]，乡村团体组织的

构建才有了可能。而且，这一新的经济合作组织必

须绕过政府与个人，在地方知识分子或社会团体引

导下，保留传统儒学的伦理秩序，发扬传统互助善

俗精神，走乡村合作互助之路，避免乡村散乱无序

的混沌状态。 

4.2  融古与通今：梁漱溟对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构

设 

“融古”为根植于传统儒学和乡土秩序之基础上，

对乡村互助和善治的美好愿景，而“通今”则为依照

西方经验和国情，实现现代与传统的拟合。梁漱溟

对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构设，融通了古今的理想和

长处，反映了当时知识学人“乡村救国”，追求现代

化、复兴传统之夙愿。梁漱溟对乡村合作经济极力

推崇，“合作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消费者的一种

救助方案，或者是实现民众自救的路径”[53]，对近

代中国的农业则“不可以走竞争并吞之路，其经营

需要大规模的生产，须征得农民自愿同意的自觉合

作，除此之外，别无他途”。[54]以自然经济为主导、

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为主体的中国，在发展农业经

济、实现农民自救上非“合作”之路的模板。梁漱溟

对经济合作价值的认知是不断深化的，将合作定义

为“讲和气的创造”、“互助合作为根本纲要”，即建

立一个地方知识分子引导，营利为目的、技术引入

与教育为手段，以及实现个体参与和公共利益为皈

依的合作社组织。“做合作运动的人，必须对合作

有信仰，以合作为其理想要求，不以其为手段，而

看它是目的”[55]，建立合作经济组织可“使旧日主于

自给自足的经济面进为社会化，则散漫的村落将化

为一整组织的大社会”。[56] 

梁漱溟对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构设包含以下

三个部分： 

其一，路线定位。一方面，在政府权威和乡民

自发之间寻找地方知识分子或社会团体引导的“第

三条道路”，采用宣传、说服和教育的办法，推动

构建多种经济合作组织，如生产合作社、产销合作

社、信贷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等。乡

村建设运动的知识分子或社会团体，多是出于共产

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政治中立派”，有着丰富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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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改造社会、拯救乡村的共同理想和积极热情，

因之须以其作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力量。

实践上，梁漱溟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成立乡村建设研

究院，并在山东邹平地区展开实验；另一方面，梁

漱溟也并非迷信英国、丹麦的合作社模式，更不认

同苏联和中共的“大包大揽”“集权运动”下的集体化

模式。他提出“第一不能走欧美式的个人资本主义

的路，第二不能走俄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路，中

国的财富恐怕要靠合作才能增殖起来”[57]，“吾民族

今后而果有新生命之辟造也，其心自此精神之发挥

以得之。乃国人为共产党所误，亦欲以斗争解决中

国问题，是有乱而已。不能有积极的结果也”。[58]

应当根据农村经济情况、地理环境、人口与社会结

构、伦理道德，构建一个“互助合作”“盈利增殖”“由

下自上”“伦理本位”“从小渐大”“积小成多”的乡村

经济合作组织； 

其二，制度安排。梁漱溟及其团队展开了深入

地实地考察，将山东邹平合作社列为其思想的试验

田，并设计出一套“取法西方”又“回归传统”的制度

安排。按照西方现代合作组织中“自愿加入”“积极参

与”“和平友好”“团体联合”和“盈利增殖”原则，通过

引进科学技术、培养互助意识、引导农民参与、树

立农民信用和促进资金流通的方式，达成生产、销

售、购买和借贷，以及土地利用的合作化，并培养

村民的生产和经营能力。梁漱溟认为，应将这一合

作组织定位为引导生产、教育乡民、赈灾救济的一

般化乡民团体。邹平合作社虽有儒学本位之特色，

但也汲取了团体模式的核心精神。诸如，规范化、

体系化的程序、个体意志表达、扁平化组织设计，

以及财产社会化、组织盈利化，以及生产经营合作

化的运作程式，以此“来矫正中国社会散漫、被动、

缺乏个人性格的毛病”。[59] 

其三，过程保障。梁漱溟主张通过地方知识分

子或社会团体宣传、说服途径，引导农民加入经济

合作社，并提供了对村民文化教育的办法。梁漱溟

意识到了“人”的问题，“倘若从经济上做功夫，是解

决不了经济问题的······必须注意经济以外而与经

济相关系那四周一切的事情，而做功夫才行。这其

中最基本的就是农民自身，因事情要靠人做，所以

人的问题当先······而人的问题当先，自然地就要落

到文化的点上来”[60]，“乡村建设本没有旁的意思，

要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不能不归为教育一途

径”。[61]由此，既要看到合作组织的“有形”一面，

也要看到对村民文化教育的“无形”一面。合作须经

过教育方可能行通之因在于，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小

农经济和封闭的乡土情结，保守、狭隘、闭塞和缺

乏团体精神深深地刻在骨子之中，近代乡村的衰败

恰在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失调，需要发掘儒学伦理和

乡土秩序的现代性一面。然而，通过经济利益诱导

合作的方式并非是解决乡村问题的长久之计，只有

发挥地方知识分子或社会团体之功用，增强村民合

作意识和参与观念，建立补习学校、生产学校、图

书馆、讲习所、咨询处、农民茶馆、农技推广会，

才能实现乡村的合作互助。正如梁漱溟所言“我想

丹麦合作社之所以好，正在于此完全靠人的习惯，

条文在丹麦人身上，没写在纸上，中国人也须如

此”[62]，“想转变农民观念，要想农民接受和采用新

技术、新机械是不容易的，必须先提醒他们，鼓动

起他们尝试的勇气和冲动，养成心理精神因素是很

重要的，故用文化教育的方式进行”。[63] 

4.3  从同与超越：梁漱溟乡村经济合作思想的特征 

梁漱溟的乡村经济合作思想，既借鉴了西方合

作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从同”之处，又立足于传统儒

学与乡土秩序，创造性发展中国乡村合作社的“超

越”一面。即通过重建儒学伦理与乡土秩序，构建

西方“现代性”和本土“传统性”相融合的经济合作组

织，实现乡村自救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梁漱

溟乡村经济合作思想的“从同”与“超越”的特征，具

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认清合作的重要性，聚焦于生产合作。

梁漱溟认为，“合作既异乎所谓个人本位，亦异乎

所谓社会本位，恰能得其调和的分际，有进取而无

意争；由此道而行，自无偏酸的结果······惟此农业

工业自然均宜的发展，为能开出正常形态之人类文

明”。[64]西方工业文明时代下“合作互助”思想是对

资本主义发展弊端的规避，是最能达到社会理想的，

具有改造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之含义。梁漱溟将合

作看作一种发展国家经济、健全人类文明的主义、

理想和目的，而把“建造一新的社会组织”视为工具、

手段和方法。然而，近代中国乡村发展衰微，经济

凋敝、民心涣散，“我国的合作运动应该与西洋工

业发达的社会不同，人家以合作来解决消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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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则以其解决生产问题”[65]，“只有生计问题，能

逼着中国人合作······此刻中国顶大的问题，最迫切

的需要，就是所谓‘造产’或‘财富增殖’······如果合作

是应于需要而来的话，那么中国的合作绝不是消费

合作，一定是生产合作”。[66]面对百废待兴的乡村，

成立生产合作社，促进互助生产，才是解决乡村弊

病的首选之策。 

其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通过文化教育的方

式推行。正是基于近代以来乡民文化贫穷、经济困

窘的国情，通过对村民的文化教育，培养合作意识

和生产能力，“在经济如此复杂情况下，合作社要

生存发展，社员一定要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故合

作教育的当务之急，农民合作精神之培育、合作组

织能力之训练，生产技术之发达引入”。[67]实践上，

梁漱溟主导的山东邹平合作社，一方面推动农技传

授和优良种子的引入，保育优质棉花的生产和市场

供应，包括在种子改良、生产指导、技艺推广和信

贷的通融。另一方面，成立县级合作事业指导委员

会，聘请专家、学者和专业性的社会团体，展开对

农民的文化教育。 

其三，自治为基本前提，反对政府全面干预。

梁漱溟本着“社会改造，不能借助于政权，依靠政

权”[68]为原则开办乡村合作社，希望建立一个地方

知识分子或社会团体引领、政府法律保障，以及村

民自主治理的乡村经济组织，并反对将其同任何政

权形式发生关联。但是这一组织也必须得到政府的

承认和支持，“从事实上去组织乡村，眼前不与政

府的法令抵触末后冀得政府的承认”。[69]可见，梁

漱溟将政府的角色和功能定为一种保育式的、指导

型的政权，希望政府法律保障和政策引导，来保证

经济合作的持续开展。梁漱溟考察英国、丹麦等国

的合作社后认为，西方政府往往担任“守夜人”角色，

经济组织建立多是以市场与社会的自发力量。近代

中国乡村若是依靠政府权威，则会存在乡村自治力

量缺失、地方精英缺位、行政成本过高和效率过低，

以及组织臃肿等弊病。由此，梁漱溟仍需将希望寄

予政府和个体之外的“第三条路”，依靠地方知识分

子或社会团体加以推动。“中国合作事业的推进，

自然就是一面系于政府政策。一面系于社会运动了，

由合作政策与合作运动两方而同时进行。并须使此

两方力量沟通调和，截长补短，相互为用”[70]，才

能有效推动合作事业。 

其四，个人本位和团体利益的相结合，实现农

民组织和参与的“自觉”“自为”。受到西方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梁漱溟认为农民自愿

加入合作社时必须代表个体利益，要求农民形成有

必要的“自觉”，即个体意志、参与精神和权利意识，

以及“自为”，即自我管理、共同参与和互助合作能

力。“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

所以我们说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

觉’”[71]，而后将个体利益吸纳，关注个体本位，又

照顾团体利益，在公私兼顾、不可偏废的情况下培

养“自为”才能。“要农民由散而集是必要，但是也不

可一味求集”。[72]实践上，邹平合作社规定为“我们

从合作经营而增殖的财富。更可以有这种规定；以

多量归公，少量归个人；以多量归团体，少量归分

子”。[73]这不仅同传统儒学中的“大同”“仁爱”“义利”

和“和谐”等观念紧密联系，还协调了个人与团体之

间的关系，在利益统一、无必受损之下，培养农民

的“自觉”意识、精神和“自为”能力。 

总之，梁漱溟的乡村经济合作思想“以传统伦

理秩序为基础，构建现代经济组织”为基本要义，

既“参照西方”又“回归传统”，对实现乡村的现代化

大有裨益。 

5  总结与讨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合作主义曾一度被认为

改造中国社会最实用的办法。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

多种合作思潮持续涌现，体现了近代知识学人对社

会改造和中国现代化道路构建的不同设计和思考。

作为当时合作思潮的代表，梁漱溟的乡村经济合作

观构成了乡村建设理论中的关键环节，在建设团体

组织、开展乡村自救，实现互助合作有着重要的意

义。梁漱溟认为在介于“政府权威”和“乡民自发”之

间，建立由地方知识或社会团体所引导的乡村经济

合作组织。这一主张为国民政府锻造社会基层，恢

复乡村经济和实现乡村现代化提供了理想蓝本。笔

者认为，梁漱溟的这一思想确有可圈可点之处，是

近代知识学人在传统（CONVENTION）与现代

（MODERNIZATION）之间赓续、更张的一种选择，

更是从西方合作经济之“现代”中，寻归儒学伦理和

乡土秩序之“传统”的一种更新进路。梁漱溟以西欧

合作组织基本原则为参照，面对中国农村经济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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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涣散、缺乏团体组织的衰败局面，力图通过传

统儒学的现代转型，在道德伦理、乡土秩序之基础

上，“建造一新的社会组织”，改善了乡村经济面貌，

为乡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梁漱溟认为“借鉴

西方”经验是必要的，但仍须回归于传统儒学和乡

土秩序之根。这是由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基本国情所

决定的，中西文明交冲背景下，中国文化面临失调

之困局，以“传统伦理为本位、西方经验为事功”，

推动传统儒学的创造和转型，将构建新的乡村经济

合作组织，纳入文化合法性的叙事框架之中；其二，

梁漱溟强调以儒家伦理本位和乡土秩序为依托，提

倡从传统中拯救乡村，认为虽然缺乏团体精神和参

与意识，但传统互助、仁爱、和谐、友好、谦卑和

礼仪等善俗精神为建立团体组织、实现经济合作提

供了基础；其三，梁漱溟将合作视为解决乡村经济

问题的唯一出路，从路线定位、制度安排和过程保

障方面对邹平合作社展开构设，不乏有对西方现代

经济组织的借鉴，但更多基于传统儒学和乡土秩序

之中；其四，对西方现代经济合作组织原则的“从

同”，以及对传统儒学与乡土秩序的“超越”，是梁漱

溟乡村经济合作思想的主要特征，更是乡村建设运

动中“取法于西方”但又“植根于传统”的更新进路。 

然而，梁漱溟这一思想也有诸多不足之处，诸

如夸大合作主义的效益、重礼仪而轻法律、过分强

调知识分子或社会团体的作用，以及合作社构设过

于理想化，本质上难以突破“中体西用”的历史局限。

正如吴业苗所言“在梁漱溟的合作思想中，一些既

不符合现状，也不符合历史的设想，纯属梦幻中的

空中楼阁，有的南辕北辙，有的仅是一厢情愿，这

些注定了他的合作事业不能成功”。[74]但必须承认，

梁漱溟的乡村经济合作思想中对中西文化的思考、

“传统-现代”的历史审视，反映了近代知识学人对

“合作救国”之路的艰苦求索。通过从文化哲学层面

重新审视梁漱溟的乡村经济合作思想，对我们回答

改造传统文化、实现乡村现代化的时代之问大有裨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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